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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评价
———以石羊河中下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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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退化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业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当前急需评估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识别脆弱群

体及脆弱性成因，并依此寻求降低生计脆弱性的对策措施。 本文以石羊河中下游为研究区，基于 ３６６ 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

不同类型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评估了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探明了影响农户生计对生态退

化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结果表明：（１）高收入及高文化程度农户的适应能力强，暴露度与敏感性高，生计脆弱性较低；（２）从纯

农户到非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适应能力依次增强，暴露度与敏感性递减，生计脆弱性降低；（３）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提高农户的富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社会资本，促进生计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 最后，提出

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对策建议及未来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农户；生态退化；适应能力；生计脆弱性；石羊河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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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已成为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其所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加剧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

脆弱性［１］，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减轻脆弱性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全球变化的 ４ 大科学计划都

将科学地适应未来环境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２００１ 年 ４ 月《科学》杂志发表的“可持

续性科学”一文也将“特殊地区自然⁃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或恢复力研究”列为可持续性科学的 ７ 个核心问题之

一［２］，脆弱性分析已成为当前全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分析工具［３⁃６］。 近年来，
脆弱性研究已由最初只关注自然环境系统的脆弱性［７］延伸到关注人文系统的脆弱性及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脆

弱性［８⁃１０］。
环境问题对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脆弱区，气候变化、水资源紧缺、土地荒

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环境问题已使农户生计安全遭受严峻挑战。 为此，急需开展农户生计脆弱

性评估，了解生态脆弱区环境变化中哪些农户的生计较脆弱，探明生计脆弱性的形成原因与过程，探索阻碍社

会有效响应的潜在因素，寻求降低生计脆弱性的措施［８］。 目前，已开发出多种生计脆弱性评估方法［６］，如指

标方法［１１⁃１２］、模型方法［１３⁃１４］等，由于指标方法能为发展政策评估提供参照点、为适应与减缓行动规划提供信

息、为确定资源配置优先序提供支撑而得到广泛应用。 常见的指标方法中，一类是将贫困作为家庭福利的替

代指标，基于贫困状态变化或贫困化程度来测量家庭或个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或不能处理的程度，主要考

察受到风险与冲击时，个体或家庭的福利相对于一定福利水平下降的可能性［１５］；另一类是将环境变化的生物

物理影响（暴露）指标与社会经济特征（敏感性与适应）纳入到一个集成的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中进行评

估［１６］，该类方法因其简洁、且能较好地反映生计脆弱性的表现与成因，已被广泛用于全球、国家与区域层面的

生计脆弱性评估中，但这些研究未能全面反映具体环境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冲击、农户对具体环境变化的感知

以及农户的适应能力，需要建立更全面的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石羊河流域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干扰下，石羊

河下游入境水量减少、天然植被大面积死亡、荒漠化扩展，成为我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生态退化的典型和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生态退化使其生计安全遭受严峻挑战，人地矛

盾日趋尖锐，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已成为该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为此，本文以石羊河中下游为

研究区，充分考虑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感知，从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出发，构建了农户

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评估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识别脆弱性群体及脆弱性特征，分
析影响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旨在为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制定有效的环境变化适应政策提供

借鉴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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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

　 　 石羊河流域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北麓。 上游祁连山区降水丰富，年降水量 ３００—６００ ｍｍ，年
蒸发量 ７００—１２００ ｍｍ，为径流形成区；中游流经走廊平地，形成武威和永昌诸绿洲，降水量 １５０—２５０ ｍｍ，年
蒸发量 １３００—２０００ ｍｍ；下游为民勤绿洲，年降水量不足 １５０ ｍｍ，年蒸发量高达 ２０００—２６００ ｍｍ。 石羊河流

域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地区，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１５．７５×１０８ ｍ３，与地表水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 １．１×
１０８ ｍ３，水资源总量为 １６．８５×１０８ ｍ３，人均水资源 ７８８ ｍ３，仅为缺水紧张警戒线 １７００ ｍ３ ／人的 ４４．４７％；水资源

开发利用率超过 １７０％，远高于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１９．５０％。
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石羊河上游祁连山区水源涵养能力下降，出山径流量减少， 中下游水资

源日渐紧缺，下游民勤绿洲入境水量大幅度减少，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５．８１×１０８ ｍ３降至 １９９９ 年的 ０．８８×１０８

ｍ３， ２００６ 年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后，入境水量虽有所增加，但 ２００８ 年也仅达到 １．２９×１０８ ｍ３，水资源供需矛盾

日趋尖锐，导致地下水严重超采，造成地下水位以 ０．５—１．０ ｍ ／ ａ 的速度下降，地下水矿化度高达 ４—６ ｇ ／ ｌ，使
得 ７ 万余人、１２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天然植被大面积死亡，荒漠化扩展，近年来民勤县已有 ０．６７×１０４ ｈｍ２耕地

与 ３．８７×１０４ ｈｍ２林地沙化，２６．３×１０４ ｈｍ２草场退化，２×１０４ ｈｍ２耕地被迫弃耕，部分农户沦为“生态难民” ［１７］。
目前，石羊河流域已成为我国内陆河流域中人口最密集、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用水矛盾最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最严重的流域之一。
１．２　 数据来源

采用原始的家庭调查数据不仅有助于避免二手数据带来的分析误差，也有助于降低对生物物理模型的依

赖。 因此，课题组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采用问卷调查、观察法、小型座谈会等参与式农村评估（ＰＲＡ）工具在石羊河

中下游进行了农户调查，以获取研究所需的数据及信息。 入户调查中，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受访农户，在
中游抽取 ５ 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一个村，每个村调查 ５０ 户；下游抽取 ３ 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一个村，每村

调查 ６５ 户。 共调查农户 ４４５ 户，删除信息不全的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３６６ 份。 其中，中游 １７８ 份、下游 １８８
份。 受访农户数量虽较少，但与统计资料对比发现，样本能反映研究区农户的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２）。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１）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耕地的质量与面积等）、物质资本（住房、家

庭耐用消费品等）、金融资本（现金收入、现金支出、信贷机会、是否有储蓄等）、人力资本（劳动力数量、健康状

况及受教育程度等）、社会资本（领导潜力、对周围人的信任度、遇到风险能否得到援助等）；（２）农户所从事的

生计方式，包括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方向、农户的收入来源等；（３）农户面临的水资源紧缺程度与荒漠化严重程

度；（４）水资源紧缺与土地荒漠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农户类型划分及生计多样化指数

综合已有农户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１８］，根据家庭劳动力投入方向、家庭主要收入及其比重将受访户分为

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兼业户（０＜非农收入比重＜９０％）及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９０％）；根
据人均收入分为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５０００ 元）、中等收入农户（５０００ 元＜人均收入≤１００００ 元）及高收入农

户（人均收入＞１００００ 元）；根据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将农户分为低文化程度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０．２５）、
中等文化程度农户（０．２５＜平均受教育程度≤０．５）及高文化程度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０．５）；根据生计多样化

程度将农户分为单一生计农户（从事一种生计活动）、两种生计农户（从事两种生计活动）及多种生计农户（从
事三种及以上生计活动）。

为了描述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特引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即将农户所从事的每种生计活动赋值为 １，如
某户从事养殖、种植两种生计活动， 则其多样化指数值为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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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生计脆弱性评价

（１）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

英国国家开发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ＩＰＣＣ 提出的“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对于探索区域、
家庭层面的脆弱性具有较好的借鉴，已得到广泛认可。 基于此，Ｓｉｅｇｅｌ 等提出了以生计资产评估脆弱性的概

念框架［２０］；李小云等基于 Ｓｈａｒｐ 在非洲建立的生计资产评估体系，设计了适用于中国农户的脆弱性测量指

标［２１］；阎建忠等从风险、生计资产、适应能力入手建立了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评估了青藏高原东部不

同地带农牧民的生计脆弱性［２２］；Ｈａｈｎ 等则从社会人口概况、生计策略、社会网络、健康、食物、水资源以及自

然灾害和环境变化 ７ 个方面入手构建了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并将其与 ＩＰＣＣ 的脆弱性定义相联系，将
上述指标归为暴露、适应能力与敏感性，测量了非洲东部莫桑比克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２３］，由于该指标

体系能够反映特定脆弱性中微妙但关键的差异，且能在不同社会⁃生态背景中进行生计脆弱性比较而引起了

学术界的关注［２４］。 但这些案例研究往往在区域尺度构建指标体系，未能全面反映具体环境变化对农户生计

的冲击、农户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及农户的适应能力。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暴露⁃敏
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相结合，充分考虑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特征及农户对生态退化

的感知，从暴露度、敏感性与适应能力出发，构建了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表 １　 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测度问题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暴露
Ｅｘｐｏｓｅ

水资源紧缺（０．１）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水资源紧缺程度如
何？ （１．０）

根本不紧缺为 １—一般为 ３—非常紧缺
为 ５ ４．７５７ ０．４４２

土地荒漠化（０．１）
Ｌａｎ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荒漠化严重程度如
何？ （１．０）

根本不严重为 １—一般为 ３—非常严重
为 ５ ４．３９６ ０．６７３

适应能力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人力资本（０．１）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０．４４）

非劳动力为 ０，半劳动力为 ０．５，全劳动
力为 １．０ ０．４５１ ０．２０５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
程度（０．５６）

文盲为 ０，小学为 ０．２５，初中为 ０．５，高中
为 ０．７５，大专及以上为 １．０

自然资本（０．１）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人均耕地面积 Ｉ２
（１．０） 人均实际耕种面积（亩） ０．２７３ ０．１６７

物质资本（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家庭固定资产拥有
量 （０．６５）

所拥有的固定资产项数占所列选项的
比例

０．４４０ ０．１３６

住房类型及面积
（０．３５）

混凝土房为 １．０，砖瓦 ／ 砖木房为 ０．７５，
土木房为 ０．５，棚圈 ０．２５；５ 间房及以上
为 １．０，４ 间房为 ０．７５，３ 间房为 ０．５，２ 间
为 ０．２５，１ 间为 ０

金融资本（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人均现金收入
（０．７５） 人均现金收入（元） ０．４１８ ０．１４４

获得信贷的机会
（０．２５） 有为 １，无为 ０

社会资本（０．１）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领导潜力 （０．２０） 家庭有村委成员为 １，无为 ０ ０．４４３ ０．１８８

对周围人的信任度
（０．２５）

非常信任为 １，比较信任为 ０． ７５，一般
为 ０．５，不太信任为 ０．２５，极不信任为 ０

风险援助度 （０．５５）
遇到风险能提供援助的人数，１０ 个以
上为 １，６—１０ 个为 ０．７５，４—６ 个为 ０．５，
１—３ 个为 ０．２５，０ 个为 ０

生计多样化指数（０．１）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从事的生计活动种
类（１．０） １ 种生计活动为 １，ｎ 种则赋值为 ｎ １．６９２ ０．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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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测度问题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敏感性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水资源紧缺
影响程度（０．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水资源紧缺对生计
的负面影响是否严
重？ （１．０）

根本不严重为 １—一般为 ３—非常严重
为 ５ ４．６７２ ０．５３５

荒漠化影响程度（０．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荒漠化对生计的负
面影 响 是 否 严 重？
（１．０）

根本不严重为 １—一般为 ３—非常严重
为 ５ ４．３５２ ０．７１７

暴露度是指农户所面临的环境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敏感性是指农户受环境变化影响的程度，鉴于石

羊河中下游农户面临的最严峻生态问题为水资源紧缺与土地荒漠化，故从二者出发考察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

露度及敏感性，通常农户面临的水资源紧缺与荒漠化程度越严重，农户生计遭受的负面影响越大，其生计越脆

弱；Ｎｅｌｓｏｎ 等［２５］把农户的适应能力看作各种生计资本联合起来所产生的期望结果或效果，故从生计资本与生

计多样化程度来考察农户的适应能力，并参照李小云等［２１］的研究对生计资本指标进行赋值。 其中，社会资本

用领导潜力、对周围人的信任度及遇到风险提供援助的人数来测量，这三个指标反映了农户的社会安全网络

及面临风险时可用的非正式保险，通常农户的社会安全网络及可用的非正式保险越丰富，处理风险的能力越

强；人力资本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与成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来测量，二者反映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
通常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越高的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自然资本用人均耕地面积来测量，拥有耕地越多

的农户，获取更高产量的机会越大，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越强；金融资本用人均现金收入与信贷机会来测量，它
们在减缓家庭脆弱性中起着重要作用；物质资本用住房类型及面积、固定资产拥有量来测量，二者反映了农户

的生产、生活投入，通常投入越大，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
（２）生计脆弱性评估模型

首先，利用专家咨询法确定生计资本指标的权重。 然后，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各生计资本指标值进行

标准化处理，运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指数。
同时，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其他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

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

Ｅｄ ＝
∑

ｎ

ｉ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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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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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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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 ＝
∑

ｑ

ｉ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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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

ｉ ＝ １
ＷＡｉ

式中，Ｅｄ、Ｓｄ、Ａｄ分别是第 ｄ 位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及其适应能力，Ｅｄｉ、Ｓｄ ｉ、Ａｄ ｉ分别是第 ｄ 位

农户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的第 ｉ 个指标，ＷＥ ｉ、ＷＳ ｉ、ＷＡ ｉ分别是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第 ｉ 个指标的

权重（各指标采取相同的权重，均为 ０．１），ｎ、ｍ、ｑ 分别是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的指标个数。
计算出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之后，基于 ＩＰＣＣ 对脆弱性的定义，可用下式计

算农户的生计脆弱度［２３］：
ＬＶＩｄ ＝ （Ｅｄ － Ａｄ） × Ｓｄ

式中，ＬＶＩｄ为第 ｄ 位农户的生计脆弱度。

２　 结果

２．１　 受访户特征

石羊河中下游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别（表 ２）。 与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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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兼业户相比，非农户家庭规模小、劳动力数量少，其家庭规模仅为 ４．４５ 人 ／户、劳动力数量仅为 ２．６４ 人 ／户。
而其他两类农户的家庭规模相对较大、劳动力数量较多，其中，兼业户的家庭规模与劳动力数量均最大，比纯

农户分别多 ０．２４ 人 ／户、０．０８ 人 ／户，比非农户分别多 ０．４１ 人 ／户、０．６７ 人 ／户。 与兼业户、非农户相比，纯农户

的高中及以上劳动力比重相对较高，分别比兼业户、非农户高 １３．０３、２５．４８ 个百分点。 从人均收入与生计多样

化指数来看，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依次增加，其中，非农户人均收入为 ８２５５．３４ 元，相当于纯农户的 １．３６ 倍；
非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为 １．９５，比纯农户高 ０．６０。

表 ２　 石羊河中下游受访户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农户类型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ｙｐｅ

家庭规模
（人 ／ 户）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ｃａｌｅ

劳动力数量
（人 ／ 户）
Ｌａｂｏｕ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 ％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文盲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小学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初中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高中
Ｓｅｎ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大专及以上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

ａｂｏｖｅ

人均收
入 ／ 元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生计多样
化指数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纯农户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４．６２ ３．２３ ５．２３ ２２．５８ ２６．７６ ２５．２１ ２０．２２ ６０７６．８３ １．３５

兼业户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４．８６ ３．３１ ６．５６ ３２．００ ２９．０４ １９．２８ １３．１２ ７３８１．８７ １．８０

非农户 Ｏｆ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 ４．４５ ２．６４ ２．８０ ４０．２３ ３７．０６ １１．９６ ７．９９ ８２５５．３４ １．９５

２．２　 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

近年来，石羊河流域低生态风险区向流域上游不断迁移，而高生态风险区向下游不断扩展［２６］，中下游农

户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退化风险，分别有 ７６．２３％、５０．００％的受访户暴露于非常严重的水资源紧缺风险与土地荒

漠化风险，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达 ０．８９４。 其中，下游农户的暴露度为 ０．８９８，高于中游农户。
不同收入农户中，高收入农户的暴露度最高，为 ０．９２４，低收入农户次之，中等收入农户最低；从低文化程

度农户到高文化程度农户，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趋于增加，其中，高文化程度农户

的暴露度为 ０．９０９；但从纯农户到非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随着非农化水平与生计多样化程

度的提高，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均趋于降低，其中，纯农户与单一生计农户的暴露度分别为 ０．９１２、０．８９８，
而非农户与多种生计农户的暴露度分别为 ０．８５４、０．８７０。 可见，高收入农户及高文化程度农户、纯农户及单一

生计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更严重（表 ３）。

表 ３　 石羊河中下游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及脆弱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农户类型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ｙｐｅ

暴露度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敏感性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适应能力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生计脆弱度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低 Ｌｏｗ ０．９０４ ０．８７９ ０．３４３ ０．５０２
中 Ｍｉｄｄｌｅ ０．８７６ ０．８６２ ０．３８１ ０．４４０
高 Ｈｉｇｈ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２ ０．４３０ ０．４５９

文化程度 低 Ｌｏｗ ０．８８３ ０．８７８ ０．３３３ ０．４９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中 Ｍｉｄｄｌｅ ０．８８６ ０．８７７ ０．３７１ ０．４６４

高 Ｈｉｇｈ ０．９０９ ０．８８０ ０．３９９ ０．４５５
生计多样化程度 单一 Ｓｉｎｇｌｅ ０．８９８ ０．８８６ ０．３３７ ０．５０６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种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０．８９５ ０．８７８ ０．３８９ ０．４５２
ｌｅｖｅｌ 多种 Ｍｕｔｉｐｌｅ ０．８７０ ０．８５３ ０．４５８ ０．３６４
生计方式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 纯农 Ｐｕｒ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０．９１２ ０．９０２ ０．３５５ ０．５１３

兼业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０．９０５ ０．８８５ ０．３９４ ０．４５７
非农 Ｎｏｎ⁃ｐｅａｓａｎｔ ０．８５４ ０．８３７ ０．３７６ ０．４１６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中游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０．８９０ ０．８９１ ０．３８４ ０．４５１
下游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０．８９８ ０．８９４ ０．３６９ ０．４７３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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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敏感性

石羊河中下游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对农户生计产生严重威胁，有 ６９．４０％、４８．３６％的受访户认为水

资源紧缺、土地荒漠化对其生计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敏感性为 ０．８７８。 其中，
下游农户的敏感性为 ０．８９４，高于中游农户。

从纯农户到非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随着非农化水平与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生

计对生态退化的敏感性趋于降低。 其中，纯农户与单一生计农户的敏感性分别为 ０．９０２、０．８８６，而非农户、多
种生计农户的敏感性分别为 ０．８３７、０．８５３；不同收入与不同文化程度农户中，高收入与高文化程度农户的敏感

性均最高，其敏感性分别为 ０．９２２、０．８８０，低收入与低文化程度农户次之，中等收入与中等文化程度农户最低。
可见，高收入农户及高文化程度农户、纯农户及单一生计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敏感性更强烈（表 ３）。
２．４　 农户对生态退化的适应能力

农户应对生态退化风险的能力大小是衡量其生计脆弱性强弱的关键。 石羊河中下游农户的最高适应能

力为 ０．６１２，最低适应能力仅为 ０．１０８，平均适应能力为 ０．３７６，大于平均值的农户占 ５１．６４％。 其中，中游农户

的适应能力为 ０．３８４，高于下游农户。
从低文化程度农户到高文化程度农户、从低收入农户到高收入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随

着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对生态退化的适应能力均趋于增强。 其中，低文化、
低收入及单一生计农户的适应能力分别为 ０．３３３、０．３４３、０．３３７，而高文化程度、高收入与多种生计农户的适应

能力分别为 ０．３９９、０．４３０、０．４５８；但不同生计方式农户中，兼业户的适应能力最高，为 ０．３９４，非农户次之，纯农

户最低。 可见，低文化程度农户及低收入农户、纯农户及单一生计农户对生态退化的适应能力更弱（表 ３）。
２．５　 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度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使石羊河中下游农户生计遭受严重影响，加剧了其生计脆弱性。 农户的最高生计脆

弱度为 ０．８９２，最低生计脆弱度为 ０．０９１，平均生计脆弱度为 ０．４６２，大于平均值的农户占 ５１．６４％，说明石羊河

中下游多数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有着较高的脆弱性，生态退化已成为阻碍农户塑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障碍。
进一步分析发现，中游农户的生计脆弱度低于下游农户，其中，中游大于平均值的农户占 ５０．５６％，而下游该比

重为 ５３．７３％。
不同收入农户的生计脆弱度中，低收入农户的生计脆弱度最高，为 ０．５０２，高收入农户次之，中等收入农户

最低；从低文化程度农户到高文化程度农户、从纯农户到非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随着受教

育程度、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生计脆弱度趋于降低，其中，低文化程度农户、纯农户与

单一生计农户的生计脆弱度分别为 ０．４９３、０．５１３、０．５０６，而高文化程度农户、非农户及多种生计农户的生计脆

弱度分别为 ０．４５５、０．４１６、０．３６４（表 ３）。 可见，低文化程度农户及低收入农户、纯农户与单一生计农户的生计

更脆弱。
利用快速聚类分析法（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按照生计脆弱度将石羊河中下游农户分为高脆弱性、中

等脆弱性、低脆弱性三组。 采用单因素方差（ＡＮＯＶＡ）检验，发现 Ｆ 统计值为 １００２．７４６，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０５，
说明三组间存在显著差别。 其中，高脆弱性农户占受访户的 ２７．６０％，平均生计脆弱度为 ０．６５９；中等脆弱性农

户占受访户的 ４７．５４％，平均生计脆弱度为 ０．４６８；低脆弱性农户占受访户的 ２４．８６％，平均生计脆弱度为 ０．
２４６。 与中、低脆弱性农户相比，高脆弱性农户的家庭规模较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领导潜力、对周

围人的信任度以及风险援助度均较低，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程度也较低。 其中，高脆弱性农户的家庭规

模比低脆弱性农户少 ０．２２６ 人 ／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 ０．０６５、人均收入低 ７７４．２８ 元、非农化水平低 １６．２０％、
生计多样化指数低 ０．４７５（表 ４）。
２．６　 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基于上述结果，将农户特征、生态退化度作为自变量，将农户的生计脆弱度作为因变量，并引入地区虚拟

变量（下游：是＝ １，否＝ ０），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脆弱性的关键因素（表 ５）。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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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户特征用家庭规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社会资本、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指数来表征。

表 ４　 石羊河中下游不同脆弱性水平农户的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农户类型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ｙｐｅ

家庭规模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ｃａｌｅ ／

（人 ／ 户）

劳动力受
教育程度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人均收
入 ／ 元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人均耕

地 ／ ｈｍ２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领导潜力
指数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

对周围人
的信任度
Ｔｒｕｓｔ ｔｏ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风险援
助度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非农化
水平 ／ ％
Ｎ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生计多样
化指数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高脆弱性农户
Ｈｉｇｈ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ｒｍｅｒ ４．５５４ １．４７３ ６８０５．８０ ０．１８４ ０．１３９ ０．３４４ ０．４５０ ２７．５１ １．４２６

中等脆弱性农户
Ｍｅｄｉｕｍ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ｒｍｅｒ

４．６７８ １．７１８ ７１６２．０４ ０．２０９ ０．２４１ ０．３６９ ０．５６３ ３７．３０ １．７３６

低脆弱性农户
Ｌｏｗ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ｒｍｅｒ ４．７８０ １．５３８ ７５８０．０８ ０．１６４ ０．２３１ ０．４２９ ０．６７０ ４３．７１ １．９０１

表 ５　 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非标准
化系数
Ｎ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化系数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 检验值
Ｔ ｖａｌｕ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非标准
化系数
Ｎ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化
系数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 检验值
Ｔ ｖａｌｕｅ

常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５１５ －１２．０４９∗∗∗ 生计多样化指数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５２ －０．２３３ －１１．０８２∗∗∗

家庭规模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ｃａｌｅ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１ －３．７９１∗∗∗ 非农化水平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６ －１．４２４∗∗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７ －７．９１０∗∗∗ 水资源紧缺度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０．１４４ ０．３８７ １６．０６４∗∗∗

人均收入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３４ －６．０５９∗∗∗ 荒漠化严重度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０．１４３ ０．５８５ ２３．９６５∗∗∗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２１３ －０．２４２ －１２．０３３∗∗∗ 地区虚拟变量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３１０

Ｒ２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０．８６５ Ｆ 统计量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５３．５６７∗∗∗

　 　 ∗∗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在 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上述因素与农户生计脆弱度的关系，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 ０．８６５， Ｆ 统计量为 ２５３．
５６７，在 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说明方程拟合较好，上述变量能解释农户生计脆弱性的 ８６．５０％。

拟合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社会资本、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非标

准化系数与标准化系数均小于 ０，且在 ０．０５ 或 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规模、收入、社会资本、生计方式对

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有着显著影响，而且随着家庭规模、收入、社会资本、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高，
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将降低；然而，水资源紧缺度、荒漠化严重度的非标准化系数与标准化系数均大

于 ０ 小于 １，且 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说明生态退化程度增加将加剧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从上述因子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来看，生态退化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中，水资源紧缺度及荒漠

化严重度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０．３８７、０．５８５，远高于其他因子；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程度的影响次之，其标准

化系数分别为－０．２４２、－０．２３３，再次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人均收入，其标准化系数分别为－０．１７７、－０．１３４。
可见，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富裕程度及生计多样化程度对于降低石羊河中下游农

户的生计脆弱性非常关键。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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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生态退化程度与生计脆弱性

研究结果显示，水资源紧缺程度与荒漠化严重程度是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最重要因素，它们与生计脆

弱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已有研究也显示，环境变化对食物、水安全、公共健康、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造

成严重威胁，不仅使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脆弱性加剧，还可能引起当地的社会生态系统长期

转变［２７］。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２８］也指出，生态退化引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受损使大多数贫困人口的福利

水平下降，甚至成为引起贫困的最主要因素；Ｔｓｅｇａｙｅ Ｄ 等［２９］ 在埃塞俄比亚研究则表明环境变化改变了干旱

与半干旱区草地与水资源的可获得性，给农牧民生计持续性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加剧了农牧民的生计脆弱

性。 究其原因在于，生态退化不仅对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对自然资本的影响以及物

质、人力、社会与金融资本的连锁反应而间接地影响农户生计，使农户获取资产或替代资产的能力下降，农户

生计脆弱性加剧。 调查中也发现，石羊河中下游农户对生态退化的认知度较高，生态退化已成为他们面临的

最主要生计风险，大部分农户提到水资源紧缺、荒漠化扩展、水质下降、沙尘暴频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

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成本大幅增加，福利状况遭受严重影响，担心自己会因生态恶化而沦为“生态难民”。 可

见，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降低石羊河中下游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根本出路。
３．２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生计脆弱性

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它们与生计脆弱度之间呈显著负

相关。 究其原因在于，较高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促进农户的其他生计资本增值，也可提高农户对其他生计资本

的可得性，从而改善农户的适应能力，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而较高的社会资本不仅能促进信息溢出和知识

传播，使农户获取更准确的生态退化信息、分享有效的风险抵御策略与知识，降低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水

平；也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使农户在面对环境恶化和外部挑战时能采取集体行动，共同渡过难关。
已有研究也显示，地方网络与协会、关系与互惠模式对于提高农户的适应能力极为重要［３０］。 调查中也发现，
向亲友寻求帮助仍是当前石羊河中下游农户采取的最主要风险应对策略，亲友网络规模大、支持能力强的农

户遭遇风险时能获得较大支持，而亲友网络规模有限且网络内成员支持能力较弱的农户遭受风险时难以得到

有效援助。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也是生态环境改善的先决条件［３１］，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时，不仅会形成

集体性的环境意识，促使人们自觉地采取符合集体目标的个体行为；也有助于加强自律和自我管理，对引起生

态环境恶化的私人活动进行约束；还会增强人们改革和采用技术以适应新条件的能力，从而促使生态环境得

以改善，减轻对农户生计的冲击。 调查中也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更关注水资源紧缺、荒漠化、沙
尘暴等生态退化问题，而且更了解国家及地方政府采取的生态治理政策，对生态退化风险的可能性感知与严

重性感知更强烈，这种强烈的风险感知强化了其对自身暴露度及敏感性的认知，增强了其采用节水技术、种植

低耗水作物、参与水权交易等策略的意愿。 可见，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降低石羊河中下游农户

生计脆弱性的重要保障。
３．３　 生计多样化与生计脆弱性

研究结果显示，生计多样化程度、非农化水平对农户生计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与生计脆弱度之间呈

显著正相关。 已有研究也表明，生计脆弱的根源在于资源贫乏以及居民缺少非农就业机会，不能实现生计多

样化，印度 Ｈｉｍ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 地区的牧民就因缺乏财力无力进行生计多样化而长期陷于脆弱的境地［３２］，Ａｎｔｗｉ
－Ａｇｙｅｉ 等也证实非农收入对面临环境变化风险农户的生存至关重要［３３］。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非农活动为

主的生计多样化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户对水、耕地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减小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更有利于

拓宽农户的收入渠道，保障食物安全，减少饥荒威胁。 访谈中，大部分纯农户提到他们主要从事灌溉农业生

产，对水、土资源的依赖性非常强，水资源紧缺、土地荒漠化削弱了他们的生计基础，使其生产成本增加、农业

９　 １３ 期 　 　 　 赵雪雁　 等：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评价———以石羊河中下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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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降低；而大部分非农户则反映由于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生态退化对其生计的冲击减轻。 调查中也发现，随
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社会交往空间逐渐由封闭性、半封闭性向更开放性转变，社会网络规模扩大、网
络成员的异质性增强，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逐渐增强。 可见，塑建以非农活动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方式是降低

石羊河中下游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有效途径。
３．４　 富裕水平与生计脆弱性

研究结果显示，收入与农户的生计脆弱度呈显著负相关。 与低脆弱性家庭相比，高脆弱性家庭更贫困，其
人均收入比低脆弱性农户低 ７７４．２８ 元，说明贫困家庭比富裕家庭更脆弱，提高富裕程度有助于减轻农户的生

计脆弱性，这与 Ｓｅｎ［３４］的观点一致。 事实上，已有研究也强调了财富在加强农村贫困家庭适应能力中的作用，
Ｍｏ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ｔｔｅｒｔｈｗａｉｔｅ［３５］也提出富裕程度对家庭减轻环境变化影响的能力具有关键作用。 究其原因，主要在

于贫困约束了贫困家庭处理环境变化影响的能力，限制了家庭对其他资产的可得性以及用来减小环境变化对

其生计影响的资产组合。 通常，富人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及较强的处理胁迫和冲击、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以
确保其生计安全并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穷人往往缺乏开发替代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其在环境变化面前

显得脆弱无助，缺乏应对环境变化的缓冲能力，生计脆弱性加剧。 调查中也发现，收入较高的农户对生态环境

的关注度更高，对生态退化风险的感知也更强烈，强烈风险感知使其他们更愿意采取多样化生计来应对生态

退化风险。 同时，收入较高的农户更有能力修建灌溉设施、采用新技术。 可见，提高富裕水平是降低石羊河中

下游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举措。

４　 结论与研究展望

４．１　 结论

评估生态脆弱区农户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并依此找寻减缓脆弱性的对策是当前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核

心问题。 本文分析了石羊河中下游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及脆弱度，得出以下

结论：
（１）高收入及高文化程度农户虽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与敏感性较高，但适应能力也较强，故其生计脆弱

性较低。
（２）从纯农户到非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递减，

但适应能力增加，故生计脆弱性呈加剧趋势。
（３）农户的富裕水平、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非农化水平与生计多样化程度都具有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

的作用，而生态退化程度具有加剧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降低石羊河中下游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可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富裕水平、增加人力资

本与社会资本、促进生计转型等方面入手。 当前，急需进一步加大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同时，
应通过技能培训、文化教育、小额贷款、就业机会、建立合作组织等，提高农户对关键资源的可获得性，增强农

户应对生态退化风险的能力；同时，应促进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户提供非农就业岗位。
４．２　 研究展望

脆弱性评估是当前脆弱性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本研究仅利用一个简单的指标体系，基于农户对生

态退化风险的感知进行了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 从上述主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定量特征

与研究区实际情况相符合，这说明本研究采用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今后还需进一步

检验与修正。
环境问题对于农户生计的影响并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嵌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它与其他社会经济

要素共同作用对农户生计的产生影响。 未来，不仅应关注环境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过程与影响机

制，更应关注环境问题与其他生计风险的交互作用关系，以及各种扰动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程度及作用

路径，厘定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探明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机制，揭示农户对多重扰动的响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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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响应机理。 同时，还应加强生计脆弱性政策干预研究，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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